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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重商习俗与表演艺术的发展 

管尔东 

(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文化政策与理论研究心, 杭州 310013) 

【摘 要】本文通过对浙江地区重商习俗的历史梳理,并分析表演艺术本身的特征和运作机制,借此展开对二者关

系的深入探讨,认为重商习俗不仅为当地表演艺术的诞生、成熟和繁荣提供了优越的外在环境,而且直接影响到了艺

术的创作、表现、传承、评价标准、配套服务等各个方面,其十分切合曲艺、戏曲等演艺行业的运作规律,因而具有

推动浙江表演艺术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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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素享“文物之邦、人文渊薮”之誉,这里不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而且自古以来文化昌明、人才辈出。尤其

在艺术方面,这里的艺术行为不仅缘起甚早、历史悠久,而且成果卓著、风格独具。仅就表演艺术来看,浙江既是我国的戏曲之乡、

曲艺大省,在音乐、舞蹈方面也诞生了诸如浙派古琴、青田采茶、鱼灯舞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艺术形式、经典作品。那么究竟是

什么孕育了这里如此博大精深、璀璨夺目的艺术呢? 

艺术原是人为的一种以娱乐和表达为目的的审美性活动,其既需要由自然环境来提供物质保障、创作素材、灵感来源,也离

不开历史背景、时代主题的影响,所以影响艺术创作的因素其实有很多。然而人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其不仅生存离不开社会的

分工、合作,而且他们思想、习惯,甚至性格的形成也更多取决于群体的制约、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艺术家的艺术行为即便是个

体的表达、个性的张扬,却同样难以摆脱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社会因素的作用,所以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社会上层建筑和时代精神的反映。浙江尽管是我国地域较小的省份,实际上却有着许多明显的地域性风俗、习惯,而重商之风

即其中十分突出的一点。因此,本文试图以此为突破口,以文化学的角度,探究社会风俗对浙江表演艺术发展的影响。 

一、浙江的重商习俗 

尽管浙江是我国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但就整体而言,远古时期这里的生态环境事实上并不优越,除却灾害频发之外,土地也过

于分散窄小,因此这里的人们不仅形成了善进取、急图利的习性,而且商品贸易的行为也较中原地区出现得更早,更为发达。例如:

早在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谋士计倪(文献上又作“计然”)就总结出了一些商品流通的规律性结论:“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

参以阴阳„ „审金、木、水、火,别阴阳之明,用此不患无功”
[1]
; “时用则知物”;“论其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

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息币则无利”
[2]
等。当时越大夫文种也曾提出“臣闻之贾

人,夏则资皮,冬则资;早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3]
。应该说,这些经商之道在今天看来十分浅显,无非是根据时令和市场需

求来决定经营的品种;根据市场价格来决定货物的收售;要加速商品与货币的周转等。但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越人就能从日常的

贸易中得出如此精辟的理论,这显然与当时这里繁荣的商业活动、浓郁的重商习俗密不可分。而这些规律的总结和推广事实上又

进一步推进了吴越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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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常年战乱,南方相对安宁,北人纷纷南迁,这不仅增加了江南地区的劳动力,也进一步促进

了越地商业的发展。例如:三国时期,钱塘人全柔“尝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还”
[4]
;晋时宁波地区

“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
[5]
,这些记载不仅充分展现了当时浙江

商人频繁贸易往来的景象,也清晰地表明了当时越人商业活动从南到北、纵横千里的广泛地域。《隋书·地理志》也记载:“杭州

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此时浙江杭州等地商业繁华的程度更胜于前。时至北宋,浙江的海外贸易

也日益勃兴,杭州、明州、温州都成为当时重要的贸易港口。例如:蔡襄在《双门记》中曾描述杭州:“道通四方,海外诸国,物资

丛居,行商往来,俗用不一”。张津在《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分野”条也载:“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郊,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

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 

南宋时期,由于临安成为全国的都城,北方人口随高宗大量南移,所谓“从者如市”
[6]
,因此“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

[7]
。而人口的大幅增长自然带来消费需求的日益提升,这自然进一步促进了浙江商业贸易的发展。例如:当时临安城内沿南北御街

就形成了南、中、北 3 个商业区,其中以中段为最繁华。据《梦粱录》记载,有名可查的店铺就有 120 余家,“大小铺席,连门俱

是,即无虚空之屋”,而且城内外还形成了米市、药市、花市、肉市、鱼行、布行等诸多“行业街市”。因此,经商者也随之迅速

增长,所谓“经济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
[8]
。浙江商业的种类也愈加细化,据史料记载:当时仅京都就“有四百十四行”

[8]
。另

外,南宋临安等城市商业贸易的时间也较以往延长,夜市十分兴盛,像耐得翁《都城纪胜》 “市井”条即载:“坊巷市井,买卖关

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当时临安的商业活动可谓日夜皆兴,

通宵达旦。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宋史·地理志》将浙江人的特点归结为“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

奇技之丐出焉”
[9]
。 

元明清三朝,浙江的商业贸易依旧保持繁荣的态势。例如:元天历三年,全国商税收入为 76 万余锭,而江浙一省就占 26.9 万

余锭,占全国 1/3多。
[10]

当时朝廷在全国设立 7处市舶司,而浙江就占其 4(澉浦、温州、杭州、庆元)。另据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载,当时真腊(今柬埔寨)就进口有“温州之漆盘”、“明州之席”。到明清时,浙江的商业繁华更是空前于世,像万历年间“入钱塘

境,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瓯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
[11]
。而此时,浙江的重商之风也愈加浓烈,像“徽杭大贾,视为利之

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
[12]

; “杭民半商贾”、“杭俗之务,十农五商”
[13]
;湖州双林“织绸绫绢及缫桑蚕丝工作者

不过数千人”,而“贸易之人衣食于此者,十居五焉”
[14]
等史料皆是对此充分的反映。 

至于近代以降,浙江籍商人贸易活动的重心已不再拘于本省的范围,相反以湖州帮、宁波帮为主的部分浙商较早地察觉到中

国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逐渐向上海转移的趋势,积极投身沪上经商,有的甚至直接投身为外商洋行的买办。例如:宁波人穆炳元就

是上海通事、买办的始祖。据统计,在 20世纪 20年代上海 90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就有 43人,占 47.78%;
[15]
而在 1927年上海总

商会会员中,时任买办或曾任买办的有 56人,其中浙江籍 27人。
[16]
他们不仅借助自己善于经商、消息灵通的优势服务于洋行,直

接参与对外贸易,同时也利用其身处洋行的有利条件,扩展更新自营的产业,非但投资于民族企业,还积极帮助同乡商人从事进出

口贸易。例如:定海人朱葆三“所营属诸银行者五,属诸保险公司者四,属诸航业者六„ „其他如自来水、水泥、煤矿、电气、

面粉、造纸、榨油、化铁、毛绒、纺织、新闻诸事业,无所不办”
[17]
。另外像方润斋、许春荣、陈春澜、黄佐卿、杨信之、吴少

卿、沈联芳、王一亭、徐庆云、虞洽卿、莫筋清、严子均、朱子奎、叶子衡、乌挺生、周杀良、傅晓庵、刘鸿生等无一不是上

海工商金融界的巨擘。因此,当时这些人不仅成为了中华民族工商业的中坚力量,浙江财阀甚至是国民政府所倚靠的经济基础。 

即便在当代,浙商也依然是我国最具活力、最会赚钱的人群之一。例如:改革开放以后,温州商人就率先投入市场经济大潮,

活跃于国内外商界。温商不仅有遍布全国及海外的各级商会,而且在各地都建有“温州街”、“温州商城”。近年来,义乌商人更是

以制造、经营小商品闻名于世,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而成为了世界性的小商品集散地、交易中心。另据统计,在 1999年度全国民营

企业 500强中,浙江就有 112家,占 1/5,而 2000年浙江达到了 171家,独占 1/3强。至 2006年,在 500强榜单中,浙江有 203家民

营企业入选,比例达到 40.6%,而且这也是浙江连续九年居全国首位。由此足见,浙江民企在全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领头羊”地

位,也充分彰显了浙江人重商的传统和善于经商的能力。那么浙江自古以来就有的这种社会习俗对当地艺术的发展而言究竟具有

哪些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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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商习俗对浙江艺术的影响 

(一)对表演艺术商业性的贴合 

首先,作为一种技术生产,艺术原本就具有商品的属性。无论美术、音乐,还是文学、戏剧,它们都是技术性劳动的结果,所以

都蕴含能用以交换的价值,而当它们一旦进入市场自然也就成为了商品。尤其对于曲艺、戏曲等表演艺术而言,其原本就是伴随

着表演的职业化和商品化而诞生、成长的,一个能通过卖艺而换钱的市场,不仅是它们安身立命的前提、自身价值的体现,也是促

进其伎艺发展、革新最为核心的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艺人们会说“四十多年中,我不断钻研业务„ „一心一意把戏演好。但

演好了戏又为什么呢?不过是为了成名、露脸,让自己生活过得好一些”
[18]

; “从来舞台上演员的命运,都是由观众决定的„ „

演员是永远离不开观众的。观众的需要,随时代而变迁。演员在戏剧上的改革,一定要配合观众的需要来做,否则就是闭门造车,

出了大门就行不通了”
[19]
。因此, 对于这些历来用以交换,凭借市场来实现价值的艺术形式来说,商业氛围的有无、市场环境的

优劣自然具有弥足关键的意义。而事实上,正是由于浙江地区自古就有着浓郁的重商习俗、优越的商贸条件,因此这里才成为了

各种艺术形式生长和发展的摇篮。 

作为一种相对成熟的艺术形态,我国的曲艺和戏曲都是至宋朝才正式诞生。而在这个过程中观演的商业化其实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管是曲艺还是戏曲,最初都是民间的艺术形式,具有“俚俗”的草根性,而它们的艺术源泉也就是来自一般民众的日常生

活、取决于他们的审美好恶。因此,艺人职业化、演出商业化所实现的实际上正是艺人与观众之间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由于商业

化以后,表演不再是自娱性的,也不再是无偿的,观众观看演出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而艺人的表演也必须符合观众的要求才能够

获取市场,所以此时的表演才真正体现了为观众而演,民间的观赏要求也才能最为迅捷、有效地左右表演艺术的创作和生产。这

种观演氛围的形成自然为曲艺、戏曲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艺术养料。 

2.曲艺和戏曲都属于综合性的表演艺术,非但融文学、语言、音乐、表演等多种文艺形式于一体,还要求它们彼此之间协调

一致、各司其职,共同化为服务于舞台的艺术形式。而这种磨合、协调同样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相反其不仅是一个不断丰

富积累的长期过程,而且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艺术环境。而商业化同样在这方面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为演出的商业化不仅是一

种观演性质的更变,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外在条件,相对正式、固定的演出场所就是其中关键的一条。而一旦形成了茶馆、瓦

舍、勾栏等商业化运作的文艺演出环境,各种表演团体、艺人不仅需要通过革新伎艺、创作作品来适应激烈的竞争,保持自己的

市场号召力,而且由于歌舞、杂扮、角抵、唱京词、唱耍令等各种表演形式往往交替演出于同一或相近的娱乐场所,它们彼此之

间也就形成了一种既彼此竞争、对峙,又相互借鉴、融合的复杂关系,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文艺形式的日趋综合化、体系化、精

细化自然有了绝佳的条件和动力,从而也就加速了曲艺、戏曲等综合性表演艺术的诞生和成熟。 

3.商业化的演出必然是适应市场需求、以盈利为目的的。但不管是何种表演形式长期拘于一地,始终为某一固定的观众人群

所服务都是很难生存的,因此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也就打破了以往宫廷伶人、贵族家班等一对一的观演模式,不仅迫使演出团体在

各地流动、巡演,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艺人在各个班社中流动的可能。而这种相对自由、灵活的演出环境事实上进一步为

舞台艺术的丰富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此时非但艺人可以通过搭不同的班社来扩展自己的视野,了解同行独得的演技风格,或

者其他表演艺术所擅长的绝技和佳作,而且同一个演出团体也可以借助在各地间的流动演出,洞悉地域风俗的差异,汲取各地丰

富的艺术养料,以此来适应不同的观赏要求。 

那么为什么曲艺、戏曲等艺术形式大都能在宋代,尤其是在浙江地区迅速成长、成熟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宋代浙江具

有极其繁华的商业贸易环境。当时不仅温州、宁波等地作为对外贸易主要的通商口岸,城市经济迅速发展、消费日益提升,而临

安更是呈现人口激增、商贸鼎盛的局面,因此这也就加速了演艺职业化、商业化的进程。例如:南宋时,仅临安一地,城内外的瓦

舍就多达 23 处,许多瓦舍演出活动的时间也有较大延长,甚至还出现了专作夜场的瓦舍,而且当时酒楼、茶肆、歌馆以及一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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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场所也都成了艺人商业演出较为集中的场所,音乐、舞蹈、说话、杂技、武林、魔术等“百戏”杂陈其间。另外,由于浙江有

着四通八达的水路网,能把各大城市有效地联结起来,这又为各种艺术表演团体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诞生于

温州的戏文很快就能够传入临安,并迅速呈现于福州、徽州、扬州等地的舞台,从而逐渐发展出各自风格特征的原因所在。由此

可见,当时浙江商业繁华的社会背景事实上不仅为演艺的商业化提供了绝佳的环境,而且也充分满足了曲艺、戏曲诞生所需要的

民俗化、综合化等条件,所以浙江能够成为我国的戏曲之乡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商人取向对表演艺术的影响 

所谓商人,即实施商业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其本身就是一种职业的界定,而这种职业的特性事实上又导致了商人这一社

会群体在追求、习性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这些特征对于艺术,尤其表演艺术的发展而言事实上有着非比寻常的意

义。 

1.享乐奢华、虚荣攀比 

我国古代以儒术为核心的礼教历来所强调的是重义轻利,即所谓“君子唯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对工商业的轻视(“君子不器”),以及克制欲求、注重德行的追求(“明天理,灭人欲”、“礼与其奢,宁俭”)。

然而,这种当时主流的价值观在商人那里却相对淡薄。尽管历史上也有一些崇俭抑奢的“儒商”出现,但就总体而言注重享乐、

追求奢华是商人较为突出的行为特点,即所谓“奢靡之习,莫盛于商人: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宁,穷极华丽;饮食器皿,备求

工巧;俳优伎乐,醉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银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

奢淫逸,相习成风”
[20]

,而这其实也是经商该种职业逐利性的特征所决定的。 

浙商在这方面似乎尤为突出。例如:南浔沈家即是其中的典型,不管是沈万三还是其子孙在生活上皆极尽奢华,据记载“其家

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箸,否则箸污刻丝作故也。

行酒用白玛瑙盘,其班纹及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谓之五猿争果,以为至宝。其赘婿顾学文设宣和定器十二卓,每汤一套则酒七行,

每一行易一宝杯,两家僮仆皆衣青罗里羽妾,其他珍异肴果不言可知”
[21]
。又如:近代湖商的奢华之风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仅南

浔一镇,留存至今的富商宅院就有上百座,其中最大的宅院占地达 5000 多平方米,光天井就有 43 个,而刘镛小莲庄的修建更是花

费了近四十年,耗银达 100 万两。即便在现在,浙江商人也依然具有炫富、求奢的取向特征,像温州历来就是公认的豪华车天堂,

这里不仅因宝马车销量连年全国第一,被称为“宝马市”;而且一个浙 C88888 的车牌也能拍出 166 万元的“天价”。另外, 2005

年萧山商人裘德道还花 6500万元买下全球最先进的私人公务机,并以每年 200万元的巨额托管费,请海南航空来管理飞机的所有

飞行活动及维修,这更是充分彰显了浙商图享乐、好面子的行为特点。 

从表面上看,商人这些物欲横流、拜金功利的取向似乎与艺术精神彰显、内在表达的追求距离很远,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还是

妨害文艺创作,降低艺术价值的祸源之一,然而实际上重商氛围下的享乐之风、攀比之欲却为表演艺术的兴盛和发展提供了肥沃

的土壤。娱乐不仅是艺术的主要功能之一,不同的娱乐追求还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不同层次,既有仅仅出于视听享受的声色之娱,也

有发自心、意在表达、畅怀的精神之娱。而就我国古代舞台艺术的整体面貌来看,真正能够企及精神高度的艺术精品毕竟属于少

数,相反注重场上效果、愉悦耳目的创作、表演却是主流和常态。因此,商人醉生梦死、沉迷声色的生活方式首先大大提升了社

会对这部分艺术的需求,推动了艺人技艺的进步和通俗文艺的创作。其次,即便是文人志士出于精神自娱目的的戏曲创作,也需要

通过舞台来呈现,借助戏班、艺人来演绎,所以这一层面的艺术活动事实上同样需要借助于浓郁的文娱氛围、良好的艺术环境,而

因重商所造就的奢靡享乐、歌舞升平的社会风气同样给这部分艺术作品的呈现和流传提供了一定的媒介和载体。 

就古代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编演的具体现象来看,当时商人享乐、攀比之风对艺术的促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大刺激了职业戏班的发展,繁荣了演出市场。观戏听曲不仅是我国古代主要的娱乐方式,而且还具有热闹、体面、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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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性的特点。明清以降,家资殷实又注重享乐的巨商大贾不管是自家饮宴,还是婚嫁寿辰大都会借演戏来装点门面、博取一乐,因

此延请职业戏班上门演戏也就成了他们最为常见的娱乐形式。就浙江而言,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清朝康熙初年,浙江巡抚赵

士麟甚至专门针对本省这种奢靡之风下令禁戏:“习俗相沿,奢华竞尚,民家宴会,辄用戏剧,徒知酣歌恒舞,足供一夕之欢,不惜剪

烛倾樽,已费中人之产„ „为此云云,所属士民,不得仍蹈前辙,媚客费财„ „及搭台演戏者,该地方官,不时察拿究治”
[22]

。因

此,历史上这里职业戏班的数量和演技也始终居于领先。据《玉华堂日记》记述,早在明万历十四年,浙江就有“余杭梨园”、“余

姚梨园”、“绍兴梨园”等戏班应上海潘允端之请,到豫园进行酬宾演出。此外,在浙江的温州、台州等地区,若遇到商人在商业活

动中弄虚作假或违反诚信原则时,商会还经常以罚戏来惩戒。 

而与一般勾栏、戏园的商业演出不同,这种被富商延请上门,以堂会形式进行的文艺演出,其戏金一般较高且受宠的艺人往往

还能获得可观的打赏。例如:《陶庵梦忆》卷六“彭天锡串戏”即称:“彭天锡串戏妙天下,然出出皆有传头,未尝一字杜撰。曾

以一出戏延其人至家费数十金者,家业十万,缘手而尽”,足见其代价之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这类堂会演出能被相中延请的往

往是较具声名的一流艺人。尤其明清以后,为了让一台演出更具观赏性,本家还经常会从不同的戏班约请个别名演员加入演出,即

所谓的“外串”,像光绪七年(1881) 2月 17日,张文达等在正乙祠举行团拜堂会,就以四喜班为班底,外串三庆、春台班演员。
[23]

换言之,这种高昂的戏金收入其实是与艺人的声望、技艺直接相联系的,只有被普遍认可的角儿才更有可能获得此类演出的机会。

所以,商贾延请戏班或艺人上门这种演出形式的存在,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戏班之间的商业竞争,也有力地激励和推动了艺人对

演技的钻研和创新,这对于场上表演的发展,以及良好演艺生态的形成自然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私人家班、家乐的兴起和繁荣。家班演剧的形式主要是明清时期王公贵族或士大夫人家蓄养童伶,延师教习,专为私人

家中演戏之用,其兼具教习、娱乐双重功能,也是附庸风雅、奢侈享乐的一种表现。而这事实上也十分切合商人们既希望跻身于

社会上层、喜好脸面,又贪图享乐、攀比斗富的欲求和取向,因此在明清时期由巨贾所豢养的家班不仅为数众多,且较具规模。例

如:如清昭木连就曾提及“王氏初为市贩弄童,后以市帛起家,筑室万间,招集优伶,耽于声色”
[24]

;《丰南志》也记载“(吴)光训

公七子末公逸公,字无逸,袭先业鹾于广陵,典于金陵,米布于运漕,致富百万”,有“姬百人,半为家乐”
[25]
。而当时富商在家班上

的开销之数也十分惊人,据王友亮《双佩斋集》记载,盐商亢氏因康熙中《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

余万”
[26]
;盐商江春的德音、春台两家班,每年开销也高达三万两。

[27]
 

至于浙江地区商人所办的家乐、家班,史料中也颇多记载,像毛际可在《春星堂诗集》中就记载了巨商汪汝谦令家班女乐在

自家楼船“不系园”演剧的情景,“余少时闻武林有汪然明先生,„ „先生置舫曰`不系园',桂楫兰桡,宏丽特甚。每四方名流至

止,必选伎征歌。连宵达旦”
[28]
。时至近代,尽管由于清廷的屡屡禁饬,家班这种演剧传艺的形式早已淡出历史舞台,但延请笛师、

曲师至家拍曲、授艺的现象在浙商群中依然存在,所不同的是此时受艺者不再是蓄养的伶童,而变成了本家自身或其至亲好友。

例如:旅居上海的著名湖州商人买办谢绳祖就曾邀请曲家俞振飞定期为其按拍吹唱,所以他自己及夫人、胞妹乃至全家皆为昆曲

能手。历史上由商人组建的家班、家乐,尽管在艺术造诣上难以与文人家班相比拟,它们也大多用于个人的消遣享乐,但其实际上

不仅为戏曲的传承和编演提供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进一步加速了听戏赏曲这一娱乐形式在当时的风行和传播,因而同样具

有突出的历史价值。 

再次,直接参与对戏曲创评和扶持。在我国古代,戏曲、曲艺从来不是仅供文人雅士品玩的小众艺术,即便在剧艺渐趋雅化的

明代,浙江民间也能出现火热的演剧场景:所谓“在席者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 „命

小傒岕竹、楚烟于山亭演剧十余出,妙入情理,拥观者千人,无蚊虻声,四鼓方散”
[29]

。因此对于商人而言,观戏赏曲同样不都是斗

富、炫耀的手段,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样能够从单纯的享乐、攀比成为真正的文艺爱好者,有的甚至进而跻身于行家里手、票界名

流的行列。例如:昆曲名票陈少岩、周紫垣皆为湖州丝商,但他们的剧艺在梨园界却能备受赞誉,甚至超越专业演员:“《小宴》在

舞台上是出热门戏„ „据我所见到的,认为业余昆剧家周紫垣、邱梓琴两位的合作,最为出色„ „非但合作得好;在神情上,语

气上,身段上,都有独特的创造,尤其有不少小动作,为人所不甚注意的,他们徐毫不放松,把这出《小宴》演得格外活泼生动,刻画

入微,丰富多彩”
[30]
。至于浙江海宁人徐凌云则更是我国著名的昆曲曲家、教育家,“名家都尊称他为`老夫子';圈内人流传了几

十年的`徐家做、俞家唱'的徐与俞,指的就是他和俞粟庐、振飞父子”
[31]
。他不仅演技精湛,而且还积极从事剧艺的研究和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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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昆剧表演一得》、《看戏六十年》。但实际上徐凌云非但其祖、父辈皆为海宁商人,他自己同样从事的是丝绸贸易。 

事实上,一旦进入了爱好、钻研这一层面,较强的经济实力非但能为商人提供更多欣赏、学习艺术的机会,同时也成为了他们

借以研究剧艺、扶持艺人的有利条件。例如:早在 1929年前后,徐凌云就自购了一部阿克莱 16毫米摄影机,用于戏曲纪录片的拍

摄,现存的影像资料尚有荀慧生《钗头凤》、《埋香幻》,杨小楼《骆马湖》、《挑滑车》,梅兰芳、金少山《霸王别姬》等演出片段。
[32]
另外,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旅居上海的浙江商人还积极发起组织曲社,像当时的赓春曲社即徐凌云所主持;揖清集为湖州丝业帮

曲社;啸社以浙籍居沪银行界人员为多,尤其为海宁银行帮为众;应啸社“以浙籍居多”
[33]

;益社、粟社、青社等曲社同样有大量

浙商参与。 

而在昆曲岌岌可危的上世纪 20年代初,江浙一带的商贾还积极出资、出力兴办昆曲保存社、昆剧传习所,通过录制名家唱片、

培养剧艺人才(传字辈艺人)、推销演出门票等多种方式来挽救戏曲艺术。其中浙江籍商人谢绳祖作为昆剧传习所的发起者之一

(张紫东妹夫、穆藕初留美的同学),不仅积极联络商界人士、寻求经济资助,并亲自登台演出筹募经费(与项馨吾、俞振飞合演《游

园惊梦》,与翁瑞午、俞振飞合演《断桥》),而且还和沈月泉、俞振飞一起在到杭州的一座寺庙里关门授戏。至于徐凌云更是为

我国昆曲的传承和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非但免费提供自己的别墅“徐园”作为传字辈昆曲学员的演出场所,将自己曲社中的

几大箱行头、帽笼无偿捐赠给他们使用;而且据艺人郑传鉴回忆,他们当时曾多次得到徐凌云的舞台动作指导,“传字辈”艺人一

有新的创作,“便到康定路徐凌云先生家去请教”
[34]
。 

由此种种,我们不难看出这部分浙江商贾显然已不再仅仅是演艺活动的受众,他们参与戏曲活动的目的也不仅是基于单纯娱

乐、显摆的初衷;相反由于对艺术的钟爱和痴迷,其事实上已经融入了艺界内部,直接从事于戏曲、曲艺的编演和研究。但与一般

的艺人、戏班主不同的是,由于没有票房盈利的目的,这些商贾的艺术行为显得更为纯净,更基于艺术本体的规律。此外,因为拥

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较广的社交范围,他们所实施的许多扶持艺术的措施远非一般演员和普通观众所能实现,其对艺术发展所产

生的实际作用也不是其他的社会角色可以企及的。 

2.祈福重祀、酬神还愿 

正如《管子·小匡》所载,商人需“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要能“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

多少,求贵贱”,经商原本就是一种较具风险性的职业,它不仅受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左右,盈亏不定,而且由于商人常年在外、各地

游走,他们也经常会遭遇劫抢、天灾,人身财产的安全都难保证,因此对于这部分人群而言,时运、风水往往格外重要。他们不仅

根据商业门类的差异供奉不同的神像,而且在道、佛等宗教信仰方面也尤为虔诚。每逢神诞之日,或者商贾在外发迹而归,商人都

会进行还愿、酬神等活动,而演戏则往往是其中的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 

例如:《莼乡赘笔》就记载,“枫泾镇为江、浙连界,商贾丛积。每上巳,赛神最盛。筑高台,邀梨园数部,歌舞达旦。曰: ̀ 神

非是不乐也。'”
[35]
又如:仅北京地区带戏楼的浙商会馆就有全浙会馆、正乙祠、浙绍乡祠三所,其中正乙祠如今更是被誉为“中

华戏楼活化石”。清康熙六年(1667),在京的浙江银号商人集资购置一所明代寺庙,利用其旧址兴建祠堂,并供奉正乙玄坛老祖即

财神赵公明,同时成立“银号会馆”,“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也”,由此足见当时浙商对敬神祈福的重视程度。而清

康熙二十七年(1688),浙商又特地在这所会馆内修建了一座纯木质结构,上下两层的戏楼(即今天的正乙祠戏楼),而且戏台上、下

有通口,下有通道,并设机关,看戏楼二层为厢式,用雕花栏板围护,四角建有楼梯,天井内设有池座,可容纳百余人。 

另外在浙江本省,这种商人会馆演剧祭神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仅乍浦一镇今有遗址可考的商业会馆、公所就有 30余处,其中

海蜇会馆(又称“四明公所”),是经营海蜇、鳌鱼批发的同乡同业公会,每年夏至海蜇上市时演戏三天;镇川公帮(又称“板业公

会”),是镇海与乍浦本地经营板业商人的公会,供奉关圣大帝,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公演京剧三天,戏台一半在海上,一半在陆地,故

在船上也可以看戏,而当地靖漳会馆、青果会馆、桂圆会馆等闽商会馆亦多演戏之风。
[36]
由此足见,当时商业会所演剧之盛,也充

分说明了演戏在浙商酬神、祭祀活动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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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际联络、巴结权贵 

所谓商业,多指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其所起的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作用。既然作为桥梁,商业行为不仅

两头分别连接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需要在同行之间商洽、协调以期达成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关系,在许多时候还必须倚仗朝

廷或地方政府的扶持和特许(像盐商就必须向盐运使衙门缴纳盐课银,领取盐引),因此对于商人而言,社交公关、巴结权贵往往是

他们发家致富必不可少的前提。纵观古今,我国成功的富商巨贾,像沈万三、胡雪岩、叶澄衷之辈,无一不是与军政、官场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我国古代,尤其到明清时期,由于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日益成为人们主要的消遣娱乐方式,越来越多的官宦、绅缙痴迷

于听戏赏曲、声色之欢,而在浙江这样一个戏曲之乡,更是“其俗最好演戏”出现了“妇子如云,搭台纵观,终日不倦”
[37]
, “庠

序名流,甘与徘优下贱为伍。群饮酣歌,俾昼作夜”
[38]

的景象,像屠隆、吴昌时、朱云崃等士大夫甚至自己置办家乐、研习剧艺,

因此在这种环境氛围中,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自然也就成了商人借以讨好官宦、联络感情的一种手段。有时,养伎献艺甚至能

够为商人提供取悦龙颜、获得特权的机会。例如《圣祖五幸江南全录》中就记载,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初九日,“皇上行宫演戏十

一出,系择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
[39]
,其中“程乡绅”指的就是盐商程维高。而这种先例的存在,自然也就带

来了一大批跟风效尤的商贾,以至于乾隆中叶以后,扬州有名的戏班半数以上皆为徽商的家班。 

与一般出于自娱目的的演艺活动不同,巴结官场、谋取权益的初衷导致了这一类的艺术行为绝非漫不经心的草草而为。为了

实现夺人耳目、与众不同的效果,其往往具有不遗余力、不惜钱财的特征,无论是优伶的甄选、还是剧艺的打磨无不精益求精、

细致入微。例如:道光年间两淮总商黄潆泰“有梨园全部”,“其戏箱已值二三十万,四季裘葛递易,如《吴主采莲》、《蔡状元赏

荷》则满场皆纱也”
[40]
。而且各家家乐之间还经常在舞台效果方面攀比竞争:“老徐班全本《琵琶记》 `请郎花烛',则用红全堂, 

`风木余恨'则用白全堂,备极其盛”; “小张班十二月花神衣,价至万余金。百福班一《北饯》,十一条通天犀玉带。小洪班灯戏,

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戏箱各极其盛。若今之大洪、春台两班,则聚众美而大备矣”
[41]
。尽管这其中不乏竭尽奢华、流于形式、

哗众取宠等有违剧艺规律的偏向,但就其对舞台效果、艺人技艺精心设计、不断打磨的态度来看,这些商人的存在显然也大大推

动了我国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的发展。 

而商人这种出于交际目的的艺术活动在浙江同样十分普遍。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即戏曲史上著名的“徽班进京”。闽浙总督

伍拉纳之子伍子舒在《随园诗话》上的批语称,“迨至五十五年,举行万寿,浙江盐务承办皇会,先大人(指伍拉纳)命带`三庆班'

入京,自此继来者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班。各班小旦,不下百人,大半见士大夫歌咏”
[42]
。另外,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万寿庆典奏案中,有时任大学士阿桂等人筹办八旬万寿庆典的请示奏折,曰:“臣阿桂等谨奏,为天开寿宇,薄海

胪欢,敬伸祝,微诚恭襄盛典事„ „恭查从前二十六年、三十六年节,经总理大臣等奏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分为三段,令两淮、

长芦、浙江商众来京办理点景。„ „今此次应请照从前办定之例,自西华门至西直门仍分为三段,令两淮、长芦、浙江商众来京

自行办理点景,以遂其衢歌巷舞之忱”。
①可见,当时浙江商人不仅在本省积极组织各种演艺活动用以结交官府,而且他们进而成为

了朝廷庆典娱乐所倚仗的主要对象。对于浙商来说,这种活动的承办非但是巴结皇家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是极为体面风光的事情,

是他们经商的一种资本。而就表演艺术本身而言,由于是为皇家服务且又有巨商的扶持,这类活动不仅在艺人遴选、伎艺打造方

面精益求精、不惜代价,而且还起到了促进不同地域之间艺术交流、融合的作用。 

例如:徽班早在明代就有,万历年间冯梦祯在《快雪堂集》中就“吴徽州班演《义侠记》”的记载,但起源于安徽地区的乱弹

腔所以能够迅速传播至江浙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借助于商人在各地频繁的贸易往来。而至清代,承办万寿庆典资格的获取,

不仅使浙商直接参与到对徽戏的打磨、遴选之中,事实上更为“三庆班”等徽班的向北流传搭建了桥梁。而一旦进入皇城,这既

为当权者认识、接受,进而推广乱弹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推动了徽戏艺术本身的精进和发展。一方面源于南方的地方戏与

北方观众的审美取向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隔阂,因而为了博取北人的认同,与当地戏班竞争市场,“三庆班”等戏班不得不入乡随

俗、因地制宜地进行艺术革新。另一方面一国都城、天子脚下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往往是商业繁华、人才会聚之地,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庆典”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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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康乾时期的北京更是当时我国演艺活动的中心,即所谓“滇蜀皖鄂伶人俱萃都下”
[43]

。这种四方戏班的会聚非但大大加剧了艺

人之间的商业竞争,同时也为各地剧艺的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苕溪艺兰生在《侧帽余谭》中即记载:“若辈

虽隶乐籍,亦喜观本人不隶之部,非特山陕诸班, „ „即如隶三庆者往四喜,隶四喜者往春台皆是。其侍坐也较久,必视所喜之剧

演毕乃去”
[44]

,因而在这种环境之中,北京梨园界很快就形成了“徽部迭兴,踵事增华,„ „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舞衣歌扇,

风调又非卅年前”
[45]
的景象。所以,浙商出于商业目的而承接皇家应景庆典的行为同样对我国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的交流、融

合,甚至对于京剧的诞生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4.擅长经营、谋求利益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技术生产,艺术创作原本就具有一定的商品性,而音乐、舞蹈、曲艺、戏剧等表演形式更是能够直接流通

于市场,经常借助市场遴选、观众好恶来体现价值、左右走向,因此自古以来针对市场来对表演艺术的经营,其本身就是一种商业

性的行当,能够获取较大的经济收益。所以在具有浓重商业氛围的浙江地区,直接投身表演艺术组织经营的商人也很多。早在南

宋时期,曲艺、戏曲等各种表演伎艺将兴起之时,许多浙江商贩就纷纷改行,投身于艺人的行列。例如,《武林旧事·卷六》 “诸

色伎艺人”条中所列举的“小说”艺人就有粥张二、酒李一郎、故衣毛三、枣儿徐荣等,从其绰号我们就不难推知他们都是从小

商贩转而从艺的。至于借助艺人表演来招揽顾客、商业宣传的现象就更是比比皆是了。而且当时为了协调行内行为、应付官府

的差事,临安演艺行还出现了诸如绯绿社、遏云社、同文社等类似于商业行会的组织,其中还有专门承担向外拦截演艺活动、统

领行业职能的行会首领,即所谓“市头”。 

到明清时期,随着曲艺、戏曲等表演艺术的进一步成熟、发展,演剧活动在浙江的繁荣和普及,将兴办职业戏班、科班、剧院

作为敛财手段的浙商就更多了。例如:清乾嘉年间,温州永嘉经营“户漕”兼管渔船的洪泉就收集流散的乱弹艺人组成老锦秀班

进行商业演出,能演 84 本大戏,为温州乱弹班之冠,至同治年间才渐趋衰落;光绪二十一年,义乌佛堂雅西村首富傅萃发成立义乌

首个昆腔班———傅金玉班,并亲自带班在金华、义乌、浦江、衢州、江山等地演出;光绪二十九年遂昌云峰乡杜后村的铁业富

户叶会亨办叶群玉科班,招收 40名学员。他们出科后,能演近 20本大戏和折子戏,在遂昌、松阳、龙游、衢州、江山、金华、武

义、永康一带演出;宣统元年,温州新泰铜店老板洪可闻牵头集资组建尚武台,招收男童 50余人学习京剧,三年后该班在浙各地城

镇演出。至于近代以来杭州天仙茶园、杭州第一舞台、杭州盖世界游艺场、湖州共舞台、温州福禄林游艺场等戏园的运作、经

营更是成为了当时商人借以谋利的良好途径。可见,由于表演艺术本身具有商业化运作的特征,能以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因此在

具有浓郁重商氛围的浙江,它们往往更加受到商人们的青睐,成为其借以生财的手段,而商人的直接参与实际上又为表演艺术的

观演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条件,从而也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演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此外,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的运作并不仅仅依托于艺人的培养,作品的编演,戏班、戏园的经营,相反在演艺本系统之外,其

还需要借助于其他行业的帮助和支持。例如:戏曲表演所需要的乐器、行头、化妆用品,戏班、戏园宣传所需要的海报、戏单,艺

术流传所需要的刻本、唱片、相册等,这些行业同样大多是商业化运作的。而随着戏曲、曲艺的普及、发展,其观众群的日益壮

大,演艺也会附生出一些新的消费、新的行业。观众、戏迷除却观看演出之外,同样会积极购买艺人的相片、唱片;名作的剧本、

曲谱;票戏所需要的行头、乐器等,有的甚至自己拍摄戏装相片、灌制唱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演艺事业与这些行业之间形成了

一种相互依托、彼此促进的关系,而这些行业的经营状况对于表演艺术的发展而言同样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由于浙江自古以来就有重商的社会风俗,所以较之于其他地区,这里的刻书、印刷、乐器制作等行业同样更具超前、繁荣的

优势。仅以刻书、印刷为例,早在北宋时期,杭州就与四川眉山、福建建阳一起成为当时我国的三大印刷刻书中心,其中以杭州的

印刷质量最好。时至元代,杭州又与大都、福建建宁、山西平水、新疆吐鲁番并称为全国五大刻书中心。而且当时除杭州外,印

刷业在嘉兴、湖州、庆元、婺州、绍兴等路也颇为兴盛。浙江不仅有中央兴文署、艺文监、西湖书院等官方刻印的机构,在民间

也有南经坊沈二郎、睦亲坊沈八郎、中瓦子张家、勤德堂和武林沈氏尚德堂等经营刻书印刷的书坊。而到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我

国刻书重心的南移,浙江的书刊出版业更是呈现出蒸蒸日上的繁盛景象。整个明代仅杭州就有书坊 36 家,其中万历时期的有 27

家,而且其中的许多书坊还是由书商兼藏书家的家族世代经营,构成了集编、刻、售于一体的专业出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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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戏曲方面的刻书来看,今存《元刊杂剧三十种》里面剧目标题注明“大都新编(刊)”的只有 4 种,标有“古杭新刊”则有 7

种,而在余下未标刊刻地名的 19 种剧目也不能排除还有出自浙江书坊的可能。而至明清时期,随着浙江表演艺术的日渐繁荣,广

大市民阶层对通俗文艺需求的增大,相关的刻书也越来越丰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杭州虎林容与堂的《容与堂六种曲》、《张深之

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五卷、《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真本》二卷、《忠义水浒传》百卷本,长兴臧氏博古堂的《元曲选》、《删订玉

茗堂传奇》、《校正古本荆钗记》,《改定昙花记》,杭州曹氏起凤馆的《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二卷、《南琵琶记》;吴兴闵、凌二

氏的《会真六幻》、《西厢会真传》五卷、《即空观主人全定西厢记》、月瞿仙本《琵琶记》、《幽闺怨佳人拜月亭记》、《红拂记》,

杭州仁孝坊洪刻的《清平山堂话本》,杭州胡氏文会堂的《群音类选》,杭州天绘楼书坊的《昙花记》二卷,杭州凝瑞楼的《弄珠

楼》二卷,汪氏振绮楼的《瓶笙馆修箫谱》等。
[46]
由此当时浙江地区私人出版商激增,书坊林立,图书贸易繁荣的景象可见一斑,

而这一批书商的存在对我国戏曲、曲艺作品的流传和保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不仅为当时人们研习和评论剧艺提供了素材和

途径,同时也为今人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艺术遗产。 

三、结 语 

自古以来,浙江在表演艺术方面能取得辉煌的成就绝非偶然,除却自然环境、人文积淀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这里浓郁的重商风

俗同样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较之于其他的艺术形式而言,表演艺术的个体性相对较弱;换言之,它并不是艺术家

的个人行为,其运作、发展也不能仅仅依靠艺术本身的创作、表达。相反,其更具互动性、群体性、行业性特征。因为,表演艺术

不仅是编、导、演、观众群体创作、交流的结果,而且更依赖于受众的好恶、市场的取向、商业的运作规律。所以,如果和美术、

雕塑、文学等艺术相比,由社会环境、地方习俗、行业规定等所决定的运作机制,对表演艺术发展、流变的影响自然更为显著。 

由于浙江地区长期以来始终具有突出的重商习俗,这不仅为表演艺术的诞生、发展、繁荣提供了优越的外在环境,十分切合

曲艺、戏曲等艺术形式娱乐性、通俗性、商业化的运作规律,商人这一群体本身所具有的取向、特征事实上也为表演艺术的创作

和观演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他们的作用显然已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外在的影响,相反其触手波及艺术的创作、表演、传承、买卖、

演出场所、评价标准、配套服务等各个方面。这种一贯、主流的社会习俗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浙江地区表演艺术的运作机制,它

是重要的催化剂、推动力。 

对于今天的艺术发展而言,虽然站在艺术本体的角度,追求精神高度、内在表达本无可厚非,但当下由精英群体所强调的摒弃

商业化、大众化的方向实际上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尤其是对于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而言,文学性、思想性的赋予可以是一

种小众的尝试、却不能成为唯一的走向,更不能因此而破坏整个行业内部既有的运作机制、生态链条,导致艺术编演与观赏、生

产与市场相脱节,精神体验与视听之娱相决裂。如果所谓的“精品”个个不接地气、凌空而设,成为没有市场、高不可攀的陈列

品,那么其所迎来的一定不是艺术的春天,而是丧钟的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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